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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社会学领域，“ｆｉｅｌｄ”一词往往被直译为 “田野”。但笔者认为此种译法容易限制读者对研究进行场所的认识，并且将 “田

野”一词用于政治学研究领域也有所不妥。因此，在之后的论述中，都将 “ｆｉｅｌｄ”译为 “现场”。

［摘要］　作为对政治学研究由相关性分析向因果关系研究转向的回应，政治学实验研究弥补了传统观
察性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然而，政治学中的实验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处于学术边缘的尴尬境地。
政治学实验研究学术地位的变化不仅得益于政治学研究方法及研究技术上的进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实
验研究本身在推导政治现象因果关系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内在效度，通过合理的实验设计可以达到内外效度
之间的平衡。就国内学术界引进该研究方法的意义而言，主要体现在改善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水平与质量、
增强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等方面。政治学实验研究对于当前中国政治
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因应政治改革的新需求，具有极强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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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人看来，实验研究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是与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一类的 “硬
科学”紧密相连的研究方法。正如曾任美国政治

学协会主席的劳伦斯·Ａ·洛威尔 （Ｌｏｗｅｌｌ　Ａ．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于１９１０年对同行告诫的那样：“我们

（这一学科）被实验的可行性所束缚，所以政治学

是一门观察性的学科，而非实验性的”［１］。不过到

了１９９７年，时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的奥斯特

罗姆 （Ｅ．Ｏｓｔｒｏｍ）却宣称：“通过将实验研究作

为推力，引入已被学界广泛运用的现场研究方法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①）之中。２１世纪的政治学研究，

将在探求具有牢固理论基础的人类行为理论，及

不同制度安排对行为影响的理论方面，获得更为

迅速的发展。”［２］

为什么相隔８０多年，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两

任主席会对实验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做

出截然相反的论述？境外政治学界对实验研究态

度的转变能够为实验研究在中国政治学语境下的

实践提供怎样的启示？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境外政

治学实验研究在方法论与实际研究方面的发展，

分析促使实验研究获得学界关注的因素，来对这

些问题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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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

（一）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方法论沿革

作为逻辑推理理论的 “密尔五法”（Ｍｉｌｌ　Ｆ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可以视为政治学实验研究在方法论上的
起点。Ｊ．Ｓ．密尔在１８４３年出版的 《逻辑体系》一
书中提出了归纳因果关系的五种方法。① 密尔认为
其中的求异法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可用于在本
质规律发现过程中明晰充分条件。具体而言，假
设有两种情况 ｛ＡＢＣＤ｝与 ｛ＢＣＤ｝，只有第一
种情况下观察到事件Ｘ被触发，那么 Ａ就是Ｘ
发生的 “充分条件”。求异法的推理逻辑启发了
研究者在探究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有意识

地对特定单个或多个变量进行操控，进而构建出
实验研究的大致框架，即实验研究是研究者在探
究事物之间确切因果关系的过程中，通过操控与
所探究因果关系相关的单个或多个变量 （自变
量），并设置用于这些变量经过操控后所产生影
响的变量 （因变量）。②

不过，受到当时研究条件与密尔研究逻辑本
身的局限③，这种源于 “密尔五法”的实验逻辑
仅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的操作。而实验研究能够在
实践中得到应用则要归功于英国遗传学家、统计
学家罗纳德·Ａ·费希尔 （Ｒｏｎａｌｄ　Ａ．Ｆｉｓｈｅｒ）在

２０世纪３０～５０年代对密尔差异法逻辑的改造。④

其中最为核心的步骤便是随机分配，通过将研究
对象随机配置到实验组与控制组，从而排除导致
因变量变化的其他干扰因素。具体原理是：实验
组与控制组的随机分配使得研究对象总体以相同

的可能性被分配至任意一组中。因此，从统计学
角度考虑，只要两组样本的容量足够大，那么两
组的平均数应当没有差异，即所谓的虚无假设
（ｎｕｌ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若是在没有进行实验操作的
条件下，研究者观察到各样本组之间存在差异，
便可以将之归因于偶然性并加以排除。［３］基于此，
费希尔改造了探究因果关系的推论过程：假设一
个对于研究对象的平均数，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实
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在实验操作后出现了统计学差

异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而且该差异不能归因
于偶然性 （从而加以排除），那么该差异便可以
支持一个可能存在的规律。
这样，费希尔以通过概率统计与推断得出的

具体的、排除了偶然性的规律证据，取代了密尔
的 “绝对规律”，从而使实验研究具有可操作性。
与此相对应，随着费希尔提出改造后的实验逻
辑，政治学研究实践中的实验研究开始由早期的
探索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随机实验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二）境外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历程

１．政治学实验研究的早期探索
戈斯内尔 （Ｈａｒｏｌｄ　Ｆ．Ｇｏｓｎｅｌｌ）⑤ 于１９２４年

秋天在芝加哥研究了无党派倾向 （ｎｏｎ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游说信对该地选区投票率的影响。［４］由于该实验
中出现了对随机分配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的
有意识运用，以及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与实验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的操作，因而该研究被认为是政治学研究中最早
的实验研究方法应用实例。⑥ 此外，政治学实验
研究的早期探索还包括霍夫兰、拉姆斯登和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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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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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密尔五法”，即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作为一套归纳推理的逻辑方法，密尔五法在相当长时
间内都是一些学者试图超越简单枚举推理而采用的基本方法。

该定义借鉴了莱德曼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等人有关实验研究的论述，参见Ｌｅｏｎ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Ｄｉｃｋ　Ｔｅｒｅｓｉ，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
“Ｔｈｅ　Ｇ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４，６２ （２）。相似定义也
可见 坎 贝 尔 和 斯 坦 利 的 相 关 论 述，参 见 Ｄ．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　Ｊ．Ｃ．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ｓｔｏｎ：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３。

在密尔看来，通过求异法推论出因果关系，需要研究者能够观察到在多次完全相同条件下，事物以相同的方式 （对自变量的
操控）反复发生。也就是说，按照他的逻辑，只有通过反复实施完全相同的实验过程 （即因果推论具有可重复性），才能确认事物之
间切实的因果关系。但考虑到研究中的测量误差等实际问题，任何研究都无法满足这样的推论要求。

有关费希尔实验逻辑的具体内容，可参见Ｒｏｎａｌｄ　Ａ．Ｆｉｓｈｅｒ．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ｕｂ．Ｃｏ．，１９７１。
戈斯内尔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执教，适逢 “芝加哥学派”的开创者梅里亚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Ｍｅｒｒｉａｍ）担任系主任。“芝

加哥学派”以 “科学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理念无疑可被视为促使戈斯内尔在研究中采用实验方法的学术背景之一。

在研究中，戈斯内尔通过随机分配有效控制了 “性别、选举目的、选举制度本身”等一系列非研究对象变量对研究样本行为
的影响。



菲尔德等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为陆军部

辖下的研究机构工作时，通过将士兵随机分配
为实验组 （观看有关法西斯罪恶的系列宣传片
《为什么我们要战斗》）及控制组 （不观看该
片），研究了战争宣传片对士兵抗击法西斯德国
意愿的影响。［５］虽然在一些学者看来，戈斯内尔
以及霍夫兰、拉姆斯登、谢菲尔德等人的实验
研究在随机分配的操作上存在漏洞，所以只能
将其称为受控干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研
究或受控现场实验研究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而不能称为真正实验研究①，并且其中
一些学术文献部分涉及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但这
些研究还是为如何在政治学研究中采用实验研究

方法构建了基本框架，并在方法论上启发了后来
的学者。

２．政治学实验研究的 “合法化”历程
学界普遍认为，最早于政治学专业刊物上出

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研究文献是厄尔德斯维德

（Ｓａｍｕｅｌ　Ｊ．Ｅｌｄｅｒｓｖｅｌｄ）在１９５６年发表于 《美国
政治学评论》上的 《实验性宣传技术与选举行
为》［６］一文，文中也提到了戈斯内尔实验所起到
的先驱性作用。虽然这一时期发生的行为主义革
命所标榜的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效法在向度上

与实验研究相切合，但学界对这是否推动了实验
政治学的发展有争论。例如，仙托·艾英戈
（Ｓｈａｎｔｏ　Ｉｙｅｎｇａｒ）认为行为主义所关心的是个人层
面的政治行为，所以其在方法论上所倾向的是调
查研究方法，而实验研究方法被认为不适于研究
现实中的政治行为。［７］不过，应该看到这一时期运
用实验方法的政治学研究所涉及议题多为当时行

为主义革命语境下较为主流的集体一致性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意见形成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
陪审团行为 （ｊｕ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８］然而，总的来说，
在整个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实验研究还处于学
科边缘的尴尬境地，在７０年代以前公开发表的政
治学实验研究论文仅有１３篇 （包括戈斯内尔等人

的早期研究）。［９］并且，进行实验研究的学者往往
需要 “被迫为他们所选择的方法作辩解”［１０］。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发展

前景才出现转机。有感于政治学领域主流学术刊
物对实验研究的拒绝态度，一些从事政治学实验
研究的学者②于１９７１年创办了专门的实验政治学
刊物： 《政治学实验研究》（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简称ＥＳＰ，于１９７５年停刊）。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实验政治学相关学术研究的
出版物数量也在急剧上升。整个７０年代出版的实
验政治学文献达到９６篇之多。［１１］更为重要的是，
一些学者开始向学界呼吁重视实验研究在政治学

领域的应用。例如，理查德·布隆迪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ｏｄｙ）与查尔斯·Ｎ·布隆斯坦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Ｂｒｏｗｎｓｔｅｉｎ）在１９７５年出版的 《政治科学手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对实验研究
方法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１２］虽然他们也表
示政治学中实验研究大发展的时代远未来临，但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界主流已经认可了实验研

究作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之一的 “合法性”。而这
一切都为此后政治学实验研究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政治学实验研究的迅
速发展与推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实验研究在政治学中
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相关研究文献的数量
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美 国 政 治 科 学 评 论
（ＡＰＳＲ）、美国政治科学期刊 （ＡＪＰＳ）、政治学
期刊 （ＪＯＰ）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公开发表的实验研
究类文献数量甚至超过了之前的总和 （参见图

１）。［１３］除了相关研究文献在数量上的迅速增长，
学界对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广泛认可也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实验政治学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发
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奥斯特罗姆等凭借在
公共池塘资源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ｏ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议题方
面开创性的实验研究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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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 杜 克 曼 等 学 者 对 戈 斯 内 尔 实 验 随 机 分 配 步 骤 的 批 评，参 见Ｊ．Ｎ．Ｄｒｕｃｋｍａｎ，Ｄ．Ｐ．Ｇｒｅｅｎ，Ｊ．Ｈ．Ｋｕｋｌｉｎｓｋｉ，ａｎｄ
Ａ．Ｌｕｐｉａ．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Ｄｏｎａｌｄ　Ｐ．Ｇｒｅｅｎ，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Ｓ．Ｇｅｒｂｅｒ．“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ＮＡＬＳ，ＡＡＰＳＳ，２００３ （５８９）。

如詹姆斯·戴森 （Ｊａｍｅｓ　Ｄｙｓｏｎ）和弗兰克·索里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ｉｏｌｉ）等。《政治学实验研究》编委中较为知名的学者还有玛丽莲·丹
迪科 （Ｍａｒｉｌｙｎ　Ｄａｎｔｉｃｏ）［她在索里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ＳＦ）任职后接任主编一职］、理查德·布罗
迪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ｏｄｙ）、杰拉尔德·怀特 （Ｇｅｒａｌｄ　Ｗｒｉｇｈｔ）、海因茨·尤劳 （Ｈｅｉｎｚ　Ｅｕｌａｕ）、詹姆斯·史汀生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ｉｍｓｏｎ）、斯蒂芬·

布朗 （Ｓｔｅｖｅｎ　Ｂｒｏｗｎ），以及诺尔曼·鲁贝格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ｕｔｔｂｅｇ）。



而她被 推 选 为 美 国 政 治 学 协 会 主 席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①，则表明了政治学界对政治学实验研究

的肯定。

图１　１９５０—２００７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ＡＰＳＲ）、

美国政治科学期刊 （ＡＪＰＳ）、政治学期刊
（ＪＯＰ）所刊载实验研究文献的数量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期实验研究

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为美国以外的政治学研究者

所采用。例如，作为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尝试，
欧盟的建立与运作就为欧洲的政治学研究者提

供了大量实验研究议题。据朱莉·Ｈ·尼尔森

（Ｊｕｌｉｅ　Ｈ．Ｎｉｅｌｓｅｎ）研究，２０００年以后欧盟相关

研究中，对 实 验 方 法 的 应 用 出 现 了 显 著 的 增

长。［１４］比 较 具 代 表 性 的 有 霍 博 尔 特 （Ｓ．Ｂ．
Ｈｏｂｏｌｔ）和维特罗克 （Ｊ．Ｗｉｔｔｒｏｃｋ）针对第二序

选举 假 说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②

进行的实验研究；舒克 （Ａ．Ｒ．Ｔ．Ｓｃｈｕｃｋ）和弗

雷瑟 （Ｃ．Ｈ．Ｄ．Ｖｒｅｅｓｅ）针对荷兰２００５年欧盟宪

法全民公投中新闻影响的实验室研究［１５］，以及

多尔 （Ｎ．Ｄｏｅｒｒ）借助欧盟网络论坛内容对欧盟

范围内协商民主议题的研究。［１６］同样，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催生了众多

针对非欧美国家（地区）民主发展的研究议题，其中有关

民主选举活动的各类议题无疑是实验方法最为熟

悉的研究领域。例如，奇安马可·莱昂 （Ｇｉａｎ－
ｍａｒｃｏ　Ｌｅｏｎ）、伊丽莎白·萨杜莱特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Ｓａｄｏｕｌｅｔ）等人通过随机试验研究了选举相关法

律条文中的制度性变化对秘鲁民众在选举参与

程度上的影响［１７］；土耳其科克大学 （Ｋｏ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学者阿尔·查克虏 （Ａｌａｒｋｏɡˇ ｌｕａｌ）

和Ｓ·埃德姆·梵塔奇 （Ｓ．Ｅｒｄｅｍ　Ａｙｔａ）运用

列表实验 （ｌ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探讨了本国２０１１年

大选中存在的贿选现象［１８］；中国台湾学者张卿

卿则通过现场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

１９９８年台北市长选举中，竞选广告党派偏倚所

产生的影响［１９］。

二、实验研究对政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突破既有实验方法的局限，弥补观察
性研究的不足

政治学研究以往所倚重的各种研究方法就总

体特征而言都可以归类为 “观察性研究”，即研

究者往往是被动地观察业已发生或正在进行中的

政治活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学研

究需求的不断提升，学界的研究开始从相关性分

析转向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并由单因解释向多因

分析深化，观察性研究的固有缺陷开始逐渐暴

露。例 如， 金 德 （Ｄ．Ｒ．Ｋｉｎｄｅｒ） 和 帕 弗 瑞

（Ｔ．Ｒ．Ｐａｌｆｒｅｙ）在运用调研方法研究电视对美国

公众舆论影响的议题时发现，调研方法虽然能够

揭示一些因素与结果间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不

一定能够被解释为因果关系，单纯的由调研得来

的数据根本无法阐明各个因素与结果间的因果机

制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２０］并且，在对政治现象

的观察与推论过程中，研究者或多或少会由于主

观性而产生研究偏倚，而传统的观察性研究不仅

没有对偏倚的自觉，而且也缺乏确保推论不发生

—０５１—

①

②

在其任内，奥斯特罗姆大力推动实验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不过她发现，在她所出席的大多数地区协会的会议上，与

会学者并不支持其推广实验研究的做法。参见Ｅ．Ｏｓｔｒｏｍ，Ｍ．Ａ．Ｊａｎｓｓｅｎ，ａｎｄ　Ｊ．Ｍ．Ａｎｄｅｒｉｅｓ．“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ａｎａｃｅ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ａｎａｃｅａ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１０４ （３９）：１５１７６－１５１７８。
即对欧盟国家而言，欧洲议会选举的重要性低于国内选举。参见 Ｋ．Ｒｅｉｆ，ａｎｄ　Ｈ．Ｓｃｈｍｉｔｔ．“Ｎｕｅｖｅ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Ｒａｎｇｏ　Ｓｅｃｕｎｄａｒｉｏ：ｕｎ　Ｍａｒｃ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ａｒａ　ｅｌ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ｄｅ　ｌｏｓ　Ｒｅｓｕｌｔａｄｏｓ　ｄｅ　ｌａｓ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ａｌ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ｏ”．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Ｅｓｔｕ－
ｄｉｏ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１９８０ （１６）：７－５８。另可参见Ｓ．Ｂ．Ｈｏｂｏｌｔ，ａｎｄ　Ｊ．Ｗｉｔｔｒｏｃｋ．“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Ｖｏｔ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３０ （１）：２９－４０。



偏倚的手段。①

而对于解决观察性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实验研究方法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首先，
不同于观察性研究，在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并不
会被动地等待政治现象发生，相反，研究者通
过构建实验环境、选取并随机分配研究对象，
并对研究对象随机投入实验操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促使所要研究的政治现象发生。而研究者在数
据生成与测度中的主动性，让其能够相当准确
地辨识出因果关系中的不同变量，例如在传统
观察性研究中难以辨识的内生性嵌入变量 （ｅｎ－
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这使得在具有
坚实理论基础支撑的情况下，实验研究在所有研
究方法中最有可能赋予研究以稳固的结构效度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２１］其次，实验研究法克服了
许多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问
题。实验研究对内部效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的关
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的始终都对由于主观性

所带来的研究偏倚保持高度的自觉。而解决这些
偏倚的重要途径便是实验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随

机化步骤。具体而言，通过对实验操弄与研究
对象两者的随机选取，研究者能够将内生性嵌
入议题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变量
中的特定研究参数分离出来，这样研究者就可以
避免期待效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②、实验者主
观偏倚、要求特征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③

等问题所带来的影响，最终确保研究中因果推论
的准确性。

（二）强化政治学研究与实践的联系，提升
研究结果的实用性

２０００年由 “改革先生”（Ｍｒ．Ｐｅｒｅｓｔｒｏｉｋａ④）
向美国政治学会及 《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发出的
批评，引起了美国学界及社会对政治学研究发展
方向的反思。［２２］一些学者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
中出现了对定量研究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及其
方法论的盲目崇拜，研究思路逐渐陷入 “为了方
法而方法”［２３］的歧路。过分强调对数据的应用，
以及对研究方法的堆砌将导致研究结果仅仅成为

在学理上严谨而于现实毫无作用的 “白象”。在
政治学实验研究中为学者所重视的内部效度与外

部效度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之间的协调表明，该
研究一直以来都对研究结果的严谨性与现实性给

予了高度关注。
简单地说，实验研究中的内部效度表明了该

研究结论在因果关系推论方面的严谨程度，而外
部效度则体现了该结论对现实世界的概括能力

（或者说将该结论用于指导现实政治活动的可能
性）。虽然也有声音认为实验研究的内部效度与
外部效度之间充满张力，但如果以一种辩证的眼
光来看，这两者却是辩证统一的。原因在于，实
验的内部效度是其外部效度的前提，而实验的外
部效度则是实验追求内部效度所服务的目的，研
究者应根据其研究议题及目的，通过实验设计使
两者达到平衡统一。除了能够平衡内外效度的要
求，政治学实验研究与其他学科中的实验研究，
以及政治学中其他的因果关系推论方法的最大区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对于观察性研究与生俱来的缺陷，格林 （Ｄｏｎａｌｄ　Ｐ．Ｇｒｅｅｎ）与戈博 （Ａｌａｎ　Ｓ．Ｇｅｒｂｅｒ）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们认为标准的观
察性研究模式可以用下面的这个模型表示：

Ｙ＝ａ＋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ｋＸｋ＋Ｕ［．．．］

其中，Ｘｋ 代表研究中的自变量，Ｕ代表结果Ｙ的非可观测诱因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ａｕｓｅ）。观察性研究的通常流程是通过Ｘ 回归分析
出Ｙ，同时将系数ｂｋ 解释为对实际因果参数的估测。根据预想，随着所收集数据的逐渐积累，对该参数的估测也将变得愈加精确。事
实上，只要数据能够源源不断地积累，研究者最终将能得出实际参数准确结果。然而，不论数据是否能够不断得到积累，对实际参数
取得仍然要满足两个关键要求：首先，在研究过程中对自变量的测度必须避免误差，显然在大多数的政治学研究中这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研究必须确保自变量与研究中的干扰项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ｔｅｒｍ）没有任何关联，但当Ｘｋ 的诱因为Ｙ ［这将导致 “内生性”（ｅｎｄ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问题］或Ｕ的组成部分 ［这将导致 “非可观测异质性”（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问题］时，这样的条件也无法得到满足。

参见Ｄｏｎａｌｄ　Ｐ．Ｇｒｅｅｎ，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Ｓ．Ｇｅｒｂｅｒ．“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ＮＡＬＳ，ＡＡＰＳＳ，２００３
（５８９）。

期待效应通常会在研究者下意识地或不动声色地试图表达其对研究对象的行为或反应的期待时出现。这种效应的影响会以自
证预言的形式出现，研究者会在研究中根据模糊的信息而非可控的操作编造出自己所期待发生的反应。

要求特征与期待效应存在相似之处，不过造成这种问题的诱因更多的是来自于研究对象的实验解读而非实验者的直接言行。

对于研究对象而言，过于明显的研究目的将会导致研究中出现系统性的偏差。而当怀有评鉴忧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的研究对
象试图做出他们所认为满足研究者要求的行为以取悦研究者时，这样的偏差将进一步加大。

“Ｐｅｒｅｓｔｒｏｉｋａ”为俄语 “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音译，即 “改革”。



别就在于该种方法的关注焦点是对实验环境的把

控。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实验方法的研究逻辑迎
合了新兴民主化国家在发展和巩固民主制度方面

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迫切需求。一些主流的民
主理论往往是以理想化的政治环境或是西方的

社会、政治现实为基础构建而成，而通过实验，
架起外来理论与当地实际的桥梁，无疑是探索符
合各国实际政治运作方式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政治学实验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
研究的价值分析

　　 （一）实验研究的引入将极大地提升我国政
治学研究的水平

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界尤其是比较政治学领

域，研究状况与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实际是极不
相称的。总体上看，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还没
有形成具有体系的研究方法，研究缺乏内涵且呈
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具体研究层次上，国内比
较政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深度不足；运用定
量方法、形式模型 （ｆｏｒ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等方法与技
术展开研究还较为少见。① 因此，中国政治学研
究中有必要引入实验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首先，实验研究能够提升中国政治学研究的

科学性。实验方法是与科学性研究紧密相连的。
长久以来，国内政治学研究往往只注重研究结
论，而忽视论证过程，这使得大多数研究得出的
只能是一些没有论证支撑的、 “纯粹主观”的论
断。作为将科学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努力，
实验研究以追求真实的因果关系而非相关关系为

目标，研究者通过实验中对因果变量的辨识与隔
离以及对研究各环节的操控 （样本选取、随机分
配被试、对结果的测度等），可以构建牢固的因果
链条，使研究结论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坎贝尔所
称的 “鱼鳞式全知体系”（ｆｉｓｈ　ｓｃａ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ｍ－
ｎｉｓｃｉｅｎｃｅ）②。此外，对于研究中存在的 “证实性

偏倚”③、“筛选偏倚”（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等操作性
问题，实验研究保持了高度警惕，在选取样本群
并随机分配被测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避免人为因素

的影响。这种严谨的研究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当下中国比较政治学案例研究中的随意性倾

向。同时，研究者在实验研究中可以通过构建相
应的形式模型、带入现实性设置自变量并对因变
量进行测度等方法，检验研究得出的理论观点，
从而大大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其次，通过实验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中被

忽视的自变量。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界有构建
多因分析框架的研究传统［２４］，但这些多因框架
中的因果变量往往出自研究者的主观论断或观察

性研究。一方面，由于立论基础的问题，这些被
认定的 “因果变量”中有一部分只能算作是相关
变量。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中传统的观察性研
究还存在无法辨识因果关系中内生性因素的缺

陷，这导致在分析如政治制度一类议题时，往往
忽视一些内生于制度或研究语境之中的变量。对
于这些问题，实验研究可以通过实验中的操作以
及对被测对象的随机选取，有效地将内生性因素
与其他因素相区分。同时，通过对实验设置的固
定，实验研究简化了识别因果变量的过程，加强
了辨识的准确度和效度。因为在其他实验设置都
被控制的情况下，因果变量之间的区别只要通过
实验操作的施加与否就可以实现。［２５］（Ｐ４３２－４３４）

再次，实验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搭建了理
论与实践沟通的平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
治学研究深受西方理论观点的影响，很多研究者
倾向于运用西方的理论成果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

践活动。然而，大量的研究事实显示，“用西方
的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中国总是错的”［２６］。对
此，除了要批判学界 “言必称西方”的研究倾向
外，纠正对外来理论范式的教条化运用也是非常
必要的。与传统观察性研究相比，政治学实验研
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关注研究所处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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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高奇琦：《制度自信与中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构建》，载 《江淮论坛》，２０１５ （２）；高奇琦：《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５年回
顾》，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０６－２７；徐海燕：《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２０１２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
展概况》，载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３ （２）。

即各个论证环节像鱼鳞一样层层相叠，构成完整的认知体系。

该术语源自心理学研究，是传统的观察性研究中研究者经常陷入的一种研究陷阱，指的是当研究者在主观上支持某种观点的
时候，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其原来观点的信息。



所以，借助实验研究 “理论交流”的能力，通过
对实验设置的变换 （在贴近理论与贴近实际之间
进行转换），研究者可以直观地看到理论预期与
实际之间的差距，从而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必要
的修正。应该看到，政治学实验研究兴起的大背
景与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下对投票行为的关注息

息相关，这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存在明显差异，但
这并不影响实验研究对于解决目前中国政治学研

究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及拓展研究手段具有重要的

方法论意义。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
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西方民主政治发展

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的重
要性日益突出，实验研究的传统研究手段需要回
应政治学研究关注点的转移，通过内生性嵌入变
量来深度剖析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前
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转向 （转向研究部族、
非政府组织、社团、工会等一系列非国家性团
体）与我国当下的国家治理议题在研究主体上
都指向了集体行为，而这正是实验研究所擅长
的领域。
最后，实验研究的引入将提升中国政治学研

究的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
强，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不断拓展，中国政治
学研究的对外交流也会日益频繁。然而，不可否
认的是，国内政治学研究与国外的交流还处于低
层次水平。不仅国内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无法
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而且很少有研究成果发
表在国外知名政治学刊物上。因此，在国外的政
治学研究领域，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研究议题逐渐
陷入边缘化的境遇之中。［２７］在这种情况下，国外
时常出现 “中国崩溃论”等对我国发展现实充满
偏见和无知的理论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亟
须加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让中国改革
发展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被世界所认知，增强中国
政治学研究在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政
治学实验研究带来的严谨科学的理论构建过程，
能够促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水平与质量的提

升，在此基础上，国内研究成果在外国高档次期
刊上的刊登情况以及与国外政治学界的交流层次

都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与提高，从而使中国当下的

政治学研究议题通过高质量本土研究的推介而获

得国际政治学界更多的关注与认同，这将最终提
升中国政治学研究以及中国议题在国际政治学研

究中的话语权。
（二）政治学实验研究因应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实践和时代需求

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对国内政治运作实际所

起的作用，一些学者批评国内比较政治学研究在
现实关怀、问题意识、解释力和指导力等方面都
存在不足，对现实问题缺乏关注。也有学者指出
在具体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上，中国比较政治学研
究仍停留在 “大的话题或话题领域上”［２８］。Ａ．
罗斯 （Ａ．Ｒｏｔｈ）认为，实验研究的价值存在于
三个方面：追寻真相，促进理论交流，以及对现
实政治活动具有影响的 “循循善诱”①。结合实
验方法在政治学研究现实性方面的巨大推动作

用，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政治运作方面，实验
研究的引入将在以下两个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一，运用实验研究改造以往的 “试点—推

广”政策扩散模型，提升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科学
性与有效性。
与很多人印象相反，政治学实验研究的功用

并不局限于发现或检验特定政治语境下的因果关

系推论。事实上，像现场实验研究这样的实验政
治学流派，可以借助其研究中自发政治活动环境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的优势，
很容易地参与到和政策制定者的互动之中。［２９］而
在这种条件下，实验研究者借助国家机构的帮
助，可以使实验所产生的效用在影响范围及强度
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实际上，这种思路与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制定方面 “试点—推广”
政策扩散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如何能够让试
点成功的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区位、风俗习惯
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地区 “开花结果”，
却是当下中国政治实践中为各级政策制定者及执

行者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实验对以
往的政策试点加以改造，借助实验研究在辨析因
果关系中不同变量的强大能力，分析政策试点成
功真正 “着力点”与试点地区本身内嵌性变量对
试点成功的影响，从而做到 “因地制宜”。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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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文为 “ｗｈｉｓ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ｅｓ”，意为对执政者加以劝导，提出政治建议。



验研究的科学性又能极大地提升政策制定的合理

性并预防由于政策失误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此
外，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实验对其计划实施政
策的效用进行比较。①

第二，借助政治学实验，发挥基层民众在推
进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同时通过实验对
民众普及政治知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 “更加

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同时要求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
民主”［３０］。这些要求与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
要依赖有关职能部门深化改革，在推动制度建
设的同时 “让权于民”；另一方面更有赖于基层
公众政治素养与民主能力的提升。正如帕特南
在 《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对
于基层民主的良好运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实
现的途径除了提供宣传、教育、引导等方式外，
通过发动公众参与针对相应议题的政治实验也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这一点已经在我国部
分地方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并取得了令
人满意的结果 （例如一些地方的参与式预算实
验［３１］以及运用 “罗伯特议事规则”推动乡村基
层民主运作的实验［３２］）。实验所带来的对政治
运作的实际参与和实验结束后对实验结果的讲

解与分析，对于更好地培养公民有序、有效地
参与基层民主实践，能够发挥其他手段都无法
替代的效用。

四、结语

当然，实验研究也并非是政治学中的万灵药，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不足与缺陷。在学界
看来，实验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样
本的选取范围较窄，影响了实验结论的代表性；
实验中的操作介入手段匮乏，减少了研究所能覆
盖的因果机制；较少关注到实验研究产生间接影
响的心理机制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容易造

成研究结论的偏倚等。而针对实验研究中的三种
不同研究分支———实验室实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现场实验、调研实验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也有学者指出了其各自存在的缺陷。［３３］

不过，针对不同研究分支各自不同的缺陷，政治
学研究中也开始出现类似于 “现场式实验中的实
验室研究”这样的进行优势互补的融合研究新路
径。而对于实验方法为人一直诟病的可操作性问
题，根据研究议题的要求，采用 “准实验”的方
法适当降低实验中对研究操弄的掌控与对随机化

水平的要求，增强研究的可操作性，从而提升研
究整体的效用，也不失为一种解决路径。如果我
们抛开对研究方法本身狭隘的价值判断，更为深
入地把握实验研究所代表的研究严谨性与现实性

平等关怀，就不难发现对研究议题的正确剖析而
非对研究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论才是学科研究的终

极目标。
政治学实验研究是比较方法中颇具主动性的

一种，使得研究者能够借助该方法掌控比较的全
过程，这就让实验研究具有了其他研究方法所无
法比拟的优势。所以，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
展而言，应当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
中的精华，丰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通过与中国本土研究特色相结合，争取形成中
国经验、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实验研究方法。同
时，在政治学研究中要力求避免西方实验研究
中在方法论层面及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足，要
积极探索政治实验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内在关联

和逻辑差异，通过实验中对因果变量的辨识与
隔离以及对研究各环节的有效操控，构建政治
实验与中国实际之间牢固的因果链条，探寻理
论与实际之间真实的逻辑关系。当然，再严谨
科学的政治实验也不能代替中国丰富的政治实

践，要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再进
行归纳演绎为政治实践理论，用来指导政治研
究实验，发挥政治实践理论对政治学实验研究
方法所具有的支撑作用。

—４５１—

① 相 应 的 案 例 可 参 见：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Ｒ．Ｇｅｒｂｅｒ，Ｒｅｂｅｃｃａ　Ｂ．Ｍｏｒｔｏｎ，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Ｒｉｅｔｚ．“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９２ （１）：１２７－１４４；Ａ．Ｃａｓｅｌｌａ，Ｔ．Ｒ．Ｐａｌｆｒｅｙ，ａｎｄ　Ｒ．Ｇ．Ｒｉｅｚｍ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ｂｌｅ　Ｖｏｔｅｓ”．ＳＳ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３ （２）：１６５－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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